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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以教授道德吗
———重审现代学校“道德可教性”问题

[摘 要] 现代学校可以进行道德教授，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大规模、划一性的道德教
授图景，以及知识化教学和规范化管理实现的教育效果，成为现代学校其道德可教性的理由。然而，
蕴含在现代学校道德教授背后的种种理论假设并非自明。无限可能性和可教性的人性假设，使得现代
学校道德教育无视人的有限性与复杂性；而建基在个体与社会经济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道德教育目
标，使得现代学校模糊了人的真正利益所在；诉诸于知性德育与惩罚教育，使得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只
实现了对人行为的型塑和控制。因此，受限于这些成问题的理论假设，现代学校无法追求和实现更高
的道德教育目标。人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学校道德教育的限度，并降低其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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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否可教”是道德教育史上永恒的难题。在

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若道德即知识，

则道德可教，但又否认其可教性，理由是在现实中找

不到“美德之师”。[1]p291~301 古希腊道德哲学一直反复纠

缠于道德可教与不可教的两难。进入现代之后，似乎

道德可教性问题不再是个难题。因为现代社会撇开

“美德之师”存在与否的问题，已集中注意力于建造一

个可以教授人道德的机构———“现代学校”。但是，现

代国家赋予现代学校教育系统所具有的合法性并不

表明现代学校必然是一个教授道德的地方。因此，仍

需追问，现代学校能否成为一个教授道德的机构（场

所）？在我国的语境中，这个追问仍然有效，因为我国

现行的学校教育系统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来的。
尽管现代学校自认为应该责无旁贷地教授道德，

然而种种现实因素似乎又在解构此职责，致使其饱受

“德育低效”的诟病。[2]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学校到底是

无力于教授道德，还是无能于教授道德？如果是前者，

人们仍可寄希望于改进现代学校，实现道德教授。此

观点的前提是，现代学校能够教授道德。尽管面临现

实中种种的德育困境，但是现代学校是可以祛除障碍

物以实现其道德可教性的承诺。正如夸美纽斯所言，

没有完善的学校，但是可以改良学校，使其更好。[3]p45~59

但是，如果是后者，是否意味着现代学校应该放弃道

德教授呢？其实，此假设并不必然导致对学校道德教

育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反而让人们能够清

醒地认识到现代学校道德教授的可能性和限度。因

此，检视现代学校是否具有教授道德的能力实为必

要。要回答此问题，则需了解现代学校道德教授的现

状及其观念基础，从而实现对现代学校的道德可教性

问题的反思性认识。

一、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图景

现代学校，作为现代道德教育的重镇，并非“古已

有之”的事物，它的形成和存在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历

程。本文暂不追问此历史，而是坦然接受这一历史产

物，并聚焦其中的道德教育，从直观上捕捉学校道德

教育的现代性特征，为后文审视其“道德可教性”问题

做铺垫。
（一）“大规模”地教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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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不再纠缠于传统道德教授模式的束缚，

如私人教授、个别教授、家庭教授，而是发展出另外一

条路径，即进行“大规模”地道德教育。现代学校，其教

育计划在被教育思想家构建之初，就被设想为一个可

供所有适龄对象接受道德教育的基地。[3]p37~39 将社会

中的适龄者集合在同一个机构中，并进行如此大规模

的道德教授是史无前例的。除了人数规模上激增外，

现代学校也在道德教授内容上进行大规模地扩充。不

仅包括古今的道德事务内容，也包括中外的道德故

事、习俗、伦理、社会风尚等，并以教材的方式编订成

册以供学生学习。以此表明道德教授内容的多元化和

开放性。为了适应这种规模教学的需要，现代学校创

建了新的组织方式和教学方式。如以班级和年级为组

织单位进行道德教育活动，在单位时间中遵循特定教

材内容进行道德教学。通过革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以及组织方式，现代学校构建出了一幅大规模的道德

教授图景。这也是现代学校独有的现代抱负。
（二）划一性的道德教授计划

学校在道德教授方面的现代抱负，意味着它必须

面对由此抱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管理学校的道

德教授活动，如何确定教授目标、教授内容、教授手段

等。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并非由个别学校独立探索加

以解决，而是由国家的相关职能部门设计出一系列道

德教授计划以应对之，包括道德教授的程序性事务和

例行安排。尽管这些道德教育事务的具体安排在各国

不尽相同。在我国是由教育部确定道德教育目标，负

责制定课程标准，指导德育教学工作，并对学生的品

质、行为提出具体的要求和规范；在西方国家，对学校

的道德教育事务的管理则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内
容、目标的规定，如英国在国家课程中对公民教育的

规定。但是，这些道德教授计划都有共同点，即都需接

受来自国家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监督，都需代表国家的

要求和意志。这种集体化、系统化地运作模式生产出

来的道德教授计划，也使得学校的道德教授活动具有

高度的划一性和普遍性。如我国对学生的爱国爱党的

教育、入队入团仪式的规定等。因此，现代学校的道德

教授不是学校与学生之间自然生发出来的教授关系，

而是一个由上级职能部门安排和指定的事务性工作。
（三）专业化的教授工场

杜威将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分为直接的道德教学

（direct moral instruction or instruction about morals）与间

接的道德教育（indirect and vital moral education）。[4]如

此区分无疑针对现代学校中直接道德教学的弊端。然

而，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抵牾。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道

德教授，现代学校已充分利用了这两种教授手段。
1.知识化教授手段。知识化教授手段的产生，源

于整个现代化历程中知识的扩张及其确定性的追求，

使得人们可以产生这样的热望：道德教授可以实现像

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般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道德

是知识（如自然科学般的知识），那么，道德就应该能

实现教授（如实现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一样）。尽管

这一假设未被证实或证伪，但并未妨碍现代学校在实

践中大张旗鼓的使用这一手段，将复杂的道德事务简

化为道德知识，再将其作为教学内容集中让学生学

习。这种知识化手段将道德事务“符号化”和“普遍

化”，以便学生在特定时间中更快捷的了解道德事务，

促进其道德发展。而这就为直接道德教学提供了主要

依据和支持性条件。道德的知识化课堂教学模式最终

成为现代学校主要教授手段。
2.新手段的使用：精细的纪律与规范。将纪律和

规范改造为道德教授的辅助手段是现代学校在道德

教授上使用的新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非起源于现代

学校，但是，却在现代学校得到了普遍的使用。[5]p179 纪

律和规范的建立，不仅可以满足现代学校大规模管理

的需要，也有利于学校的道德教授。涂尔干在《道德教

育》中赋予了学校纪律以道德功能，并把学校纪律的

本质看作是“一种道德教育的工具”。[6]p146 对学生的行

为建立起良好的纪律，意味着能够尽可能的记录下学

生的各种行为，并对其行为的正确性和错误性进行评

估。而一整套规范系统的建立有助于确定学生的行为

内容、行为性质及其相应的处置办法。由此，现代学校

对学生的行为管理更加具体化、细节化和可操作性。
如对学生按时到校，不迟到、不早退的管理；对学生日

常行为进行常规检查等。如此具体、精细的规范和纪

律控制，可以帮助现代学校对学生的偏差行为、不良

行为、不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和矫正。这种间接的、隐性

的道德教授手段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为不良

和行为不端的“矫正器”。正是这些教授手段的使用，

使得现代学校道德教授更加系统、专业、高效。
从上文对现代学校的道德教授特征的捕捉，可以

看到学校的道德教授并非一个自然产生的事物，而是

一项雄心勃勃的现代性事业，是现代社会分配给现代

学校的专业化任务，即负责现代人的道德发展和培

养。这一现代性事业利用了各种科学技术、专业化人

员为道德人的培养服务。人们似乎可以大放其心，因

为现代国家集结了这么多人力和物力用于学生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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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培养，学生的道德理应有所发展。而这种集体化、系
统化地道德教授模式似乎也可以视为现代学校道德

可教性的明证。但在尚未真正检视这种集体的运作模

式的可靠性之前，此观点仍需悬置。

二、“道德可教性”的理论假设

如前文所言，现代学校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

此，学校的道德教授图景必定经历了一个创制的过

程，而支持这一创制的基础和根据就在于那些构建了

此图景的现代观念与构想。因此，需呈现出隐藏在这

一教授图景背后的种种理论假设，方可理解现代学校

的道德教授是如何可能的。
（一）人性假设：人的无限可能性和可教性

现代学校大规模的道德教授，其教授对象不仅指

向所有的适龄者，而且它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因此，

现 代 学 校 需 要 预 设 新 的 人 性 基 础 来 支 持 其 全 纳

（all-around）式的教育抱负。尽管人的出生、身份、阶
层、天赋所形成个体差异对人的发展和教育有影响，

但是现代学校认为这种个体差异即便存在，也不足以

影响其教育目标，即它能够给所有人以教育。因为以

人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的可教性 （the educability of hu-

man being）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可以实现“把一切事物

教给一切人类”的宏伟抱负。人的无限可能性和可教

性，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循环假设。正是人具有无限可

能性，人才是“可教的动物”。而人具有可教性，那么人

自然可以被教授“一切事物”，成为具有无限可能的存

在。因此，不是出生、身份、阶层、天赋决定了人而是教

育，有教育与无教育成为了现代人至关重要的区分。
因此，现代学校预设了教育乃是人的本性之一。正如

渠敬东在解释康德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时，认为“教育即是人性，是人的自然，正如康德‘除了

教育从人身上所造就出的一切外，人什么也不是’。教

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规定性。”[7]p3 那么，现代学校会

在这种无限可能性和可教性的人性基础上，教授什么

样的内容？实现何种教育目标呢？

（二）目标假设：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

现代学校在其构建之初，它就以满足社会需要为

己任。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理应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

国家需要的人。因为整个现代学校系统的建立与现代

国家的兴起及其对学校的接管密切相关。因此，受制

于现代国家的学校必然接受现代国家对其提出的培

养要求。同时，教育思想家们也通过证明现代学校与

社会的密切关系，来说明现代学校满足社会需要和国

家需要的合理性。如在杜威看来，学校的道德教授是

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学校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发生的，而是出于广大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8]p24“讨

论学校的道德教育，好像学校本身是一个单独的机构

这个倾向，是很不幸的。学校以及管理学校的人的道

义责任是对社会负责。学校基本上是社会建立的一个

机构，从事一项特定的工作，———执行某种特殊功能，

以维持生活和促进社会福利。”[8]p84 除此之外，整个近

现代史的发展都与人的主体性张扬密切相关。因此，

满足个体需要、实现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发展逃避不

了的目标。那么，学校的道德教授也应该源于个体，终

于个体。在卢梭看来，人的道德源泉即在人自身之内，

只要教育不干涉人的自然，遵循人的自然需要，人到

了适当的年龄，就会通过其经验、情感、理性，发展出

与生俱来的公道和道德的原则———良心，指导其德

行，判断行为的善恶。[9]p126~134 因此，卢梭不遗余力地证

明了道德出自于个体，而个体需要的满足也是自然正

当的。而赫尔巴特在其道德教学理论中，把他的道德

教授，即“教育性教学”[10]的基础和目标都放在了人的

心理活动上。“教育性教学中，一切均决定于它所激起

的心理活动。教学要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心理活动，

要使这种心理活动成为高尚的而不是败坏它。”[9]p303

可见，个体心理需要是道德教学必须关注的因素，它

应该成为道德教学的基础和目标。因此，个体需要是

现代学校的道德教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上述论证

中，可以看到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交织在现代学校的

道德教授规划中。现代学校的道德教授的目标不仅使

学生能够实现其本性的需要，同时，也能够适应和符

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那么，现代学校在进行道德教授

时，已预设了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存在所具有的合法

性，以及在现代学校中所要发展的个体需要和社会需

要的和谐一致性。
（三）手段假设：知性道德与人的“可惩罚性”

现代学校在承诺其道德可教性时，已预示它具有

可行的教授手段。一方面，现代学校将其道德可教性

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即通过传授道德知识，实现道

德的可教性。这沿用了苏格拉底的假设：若道德即知

识，那么道德则可教。同时，现代学校为了实现其道德

可教性的允诺，还加进了以下的预设：如果道德是知

识，那么，人对道德不仅可知、亦可学。而现代学校之

所以能够加进比柏拉图道德哲学思想中更多的假设，

源于二者对“知识”的理解不同。柏拉图认为，对于人

而言，人所具有的道德知识，只是“无知之知”和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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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欲而已。因此，在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思想中，即使

道德是知识，对人而言，道德也是不可知、不可教、亦
无可学的。[11]而现代学校的“道德知识”或者“知性道

德”，用杜威的话来说即是“关于道德的观念”[8]p82 而

已。这种关于“道德”的观念，是对道德的各种意见的

了解，如对何谓诚实的看法的了解。而现代学校正是

将道德知识等同于“关于道德的观念”，实现其道德知

识的教授，完成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现代学

校道德教授建立在纪律和规范的使用上。这种手段的

使用又是何以可能的呢？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当苏

格拉底质疑普罗泰戈拉的道德可教性观点时，普罗泰

戈拉用以反驳的理据是：人的可惩罚性。因为人的行

为一旦越轨，即可被惩罚。而这种可惩罚性因素的存

在，迫使人去思考他如此这般行为的未来后果，由此

调整当下的行为。“可惩罚性”预示着一种希望，关于

未来的希望，即行为在未来不再出现。因此，通过人的

“可惩罚性”可以实现人的“可教性”。[1]p147~148 可见，人

的可教性乃是由人的可惩罚性推导出的。而现代学校

对纪律和规范的使用，也预设了人的可惩罚性。正是

因为人是可以被惩罚，所以以惩罚为手段的纪律和规

范才能有助于现代学校规训人、教育人。通过预设知

性道德和人的可惩罚性，现代学校具有了实现道德教

授的便捷方式和手段，它们是现代学校进行道德教授

的不二法宝。

三、重审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然而，上述学校道德教育图景及理论假设，并不

具有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和自明性。因此，还需反思这

些理论假设本身，以重审现代学校的道德可教性问

题。
（一）道德教育中人性的吊诡

现代学校通过预设新的人性基础，即人的无限可

能性，使得现代学校能够帮助人超越其出生、身份、阶
层等限制，实现人的无限发展，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发

展。然而，将人的无限可能性作为人的道德可教性的

基础，这又何以可能？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生产方式

的急剧变化，使得现代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

者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因此，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出生

在具体环境中的人，能够打破他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环

境的约束，重新建立起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那么，实现此目标，首当

其冲的乃是让人们重新树立以下的信念：人不受制于

他的出生的具体环境，他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一

句话，人如一张自由的白纸，可以在其上任意的作画。
因此，只有预设了人的无限可能性，现代学校才有机

会重新塑造人，将其培养为现代经济社会需要的人。
可问题是，现代学校能够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性中

教授什么呢？因为如一张白纸般自由的人，既然具有

无限可能性，那完全可以解构学校对人进行的任何道

德教授，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在自己的“白纸”上作画

和书写。因此，当预设了人的无限可能性时，也必须接

受这一预设带来的后果，即人可以不断解构和推翻已

有的“书写”，不断实现人性解放。在这种无限自由和

解放的人性假设中，不仅学校的道德教授成了问题，

也使其他的道德教授可能性变得渺茫。
通过预设人的无限可教性，现代学校确定了道德

可教性的另一人性基础。这使得现代学校可以无视人

存在的有限性和差异性，实现现代学校既定的教育目

标。但是，古希腊道德哲学一直对人的可教性持有保

守的态度，因为人的道德可教性的人性基础一直是有

限、脆弱和不稳定的。因此，实现对人的道德教授一直

都是一个艰巨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柏拉图的道德

哲学思想中，人在道德上是不能教授和被教授的。前

者，柏拉图在《美诺篇》、《普罗泰戈拉篇》中以不存在

“美德之师”可证，后者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教授活动

失败为证。尽管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从未宣

称自己是雅典人的教师，只是雅典人的朋友。[12]p251~252

但是雅典人还是将他看成是腐蚀、败坏青年的智者，

并判其死刑。这样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苏格拉底道德教

授活动的失败，他不仅无法教好青年，还获罪“城邦”
致死。然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为例所证明的并不只

是苏格拉底的道德教授活动的失败，还有人在道德可

教性方面的失败。在古希腊道德哲学中，人的灵魂具

有三分的结构：理性、激情和欲望。人终有一死，其有

限性注定了人不能具有神的智慧，因此，人的道德可

能性不在其理性部分。而人的欲望部分所追求的只是

自身的满足，让人不断处于饥饿和满足状态之间，将

人牢牢地囚禁在肉体需要中，因此，欲望也不可能自

动致力于人更好的存在。那么，人的道德可能性只可

能存在于人的激情部分。人的激情部分尽管可以将人

的三个本性部分整合起来，但是，存在两种整合思路：

一是激情听从理性驯服欲望；二是激情联合欲望反抗

理性。 [13]p18 问题是，在这种两种思路中，激情何以选

择服从理性驯服欲望这一思路，而不是相反？苏格拉

底对阿尔西比亚德斯苦口婆心的教导，最终也证明为

失败，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激情还是纵容其欲望反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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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闯下令人不齿的大祸。所以，面对人性的复杂性，

即便是苏格拉底式的教授也可能失败，尽管这是一种

“伟大且高贵的失败”。[14] 而在现代学校的道德教授

中，是否看到了人性结构中理性部分的有限性，欲望

部分的肉体性，激情在二者之间的暧昧性？是否意识

到了这种复杂性和对抗性致使人在道德可教性方面

的有限性，甚至是不可能性。即便现代学校将人的可

教性建立人的无限可能性之上，但是接下来的问题仍

然是人如何超越他的有限性而达致无限。因此，人必

须面对其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指人受限其出生、
阶层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受限于自己的本性。建立

在这种有限性基础上的道德教授，是与现代学校所预

设的道德教授截然不同的思路。因此，值得追问的是，

建立人的无限可能性和可教性基础上的道德教授，是

否可能？是否只是现代学校制造的“海市蜃楼”呢？

（二）道德教育目标的纠结

前文揭示了学校道德教授的目标假设，即个体需

要和社会需要的一致性。然而，两种需要何以一致，而

非冲突？如在教育经典著作的探讨中，一再揭示的是

二者冲突，而非和谐一致。[15]因此，还需反思现代学校

所预设的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之间的一致性问题。
现代是一个科技进步、物质丰富的时代。因此，现

代学校利用了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

在经济和物质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努力实现二者的和

谐。作为“利益”的同盟者，社会需要代表的是社会经

济利益的发展，个体需要指向的是在经济利益的分配

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需要。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二者一拍即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个体的物

质欲望的满足，而个体作为自由劳动力又促进社会的

经济发展。因此，现代学校需要造就一批具有经济时

代特色的道德人。这种人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

要求，对待自己的专业事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遵循

规范做事，积极增加自己的财富。在这样的经济时代

中，杰出人士不可能是古代所推崇的勇士、英雄，而是

商务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正如舍勒所言：当今时代

是工作和成就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来说，谈谈“才干”
也就够了。[16]p711 正是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才符合我们这

个以经济为中心，以舒适生活为目标的现时代。然而，

问题是，这样的品质状态值得追求吗？或者这样的品

质状态，只是实现了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造就

了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琐碎、微末的成功？尽管由追求

经济利益发展而来的品质状态，无疑能够诱惑学生，

但是，它无法让学生体会到自身的高贵感，也无法让

学生产生深刻的满足感。因为现代学校从未追问过，

它所致力于培养的道德是否值得欲求和向往，是否为

人真正的利益所在？如果把追求高贵和道德的神圣

性，视为不切实际的高调而否定更高的道德追求，那

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危险假设，即人除了生存利益、物
质利益、经济利益以外，再没有其他利益需要追求和

实现。如果是这样，人除了生存以外，何以有生活，更

奢谈美好生活的想往。因此，现代学校到底要培养何

种道德，要帮助学生过何种生活？现代学校从未正面

地探讨过这些问题。泰勒（C.C.W.Taylor）谈到有关古

希腊词“arête”的翻译时，认为古希腊词“arête”所指

涉的范围广，它不仅可以指涉人的独特品质，如人跑

得快这样的独特品质，它也能指涉人在社交方面的道

德，如买卖中的公正不阿，同时也可以指涉人的总体

属性，如他是好人。[17] p74 而在现代，除了关注前文所指

的人在经济、技术方面的才干，以及由心理学给出的

各种心理能力概念，如我们作为人共有的思维、情感、
注意力、记忆等外，并不关注能够代表人的独特性、高
贵性以及人的整全性的品质概念。可见，不仅是现代

学校，而且整个现代社会，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培养何

种道德，最终结果是在似是而非的道德教授中遗忘此

原初问题。
（三）道德教育手段的限度

通过使用以知识化教授为主、以纪律和规范化管

理为辅的教授手段，现代学校的道德教授实现了对大

多数学生的行为规范和控制。但从其理论基础来看，

这些教授手段依旧成问题。
现代学校通过知识化手段，将复杂的道德事务压

缩在符号化的道德知识中，大大提高了学生对道德事

务的认知，使得学生能够自如地谈论各种道德观念、
道德现象，分析人类的各种道德困境。相比“习俗式道

德涵养模式”[18]来说，这种知识化道德教授更加多元、
开放，使得学生对道德事务的了解也会更加快捷。但

现代学校对道德知识的教授并不是为了让学生了解

这些知识符号，而是为了促进学生践行道德。因此，关

键的问题是，现代学校如何能够恢复知识符号化所代

表的道德事务原初性，即“回到事情本身”？如何能够

恢复道德事务与行为者的相关性和直接性？或者，恰

恰相反，现代学校的知识化教授手段不仅不能恢复这

种直接性，反使人与道德事务之间联系更加渺茫？这

些都是值得一再深思的问题。除了知识化教授外，由

惩罚和规范组成的间接教授手段，为现代学校的道德

教授提供了有效地保障。这种以监控人的行为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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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方式，最终目的却不止于对行为的监理，它指

向的是对人的动机、灵魂的控制。在福柯看来，现代惩

罚的实质不再是针对人的肉体，而是深入到对人的灵

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5]p17 当惩罚性因素植入到

了人的灵魂时，这种被惩罚的恐惧所攫住的灵魂，除了

遵守免于惩罚的规范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道德作为

呢？而以惩罚为手段、以恐惧为基础的学校道德教授活

动，能够造就什么样的道德人呢？由惩罚而来的“教”是
真正意义上的“教”吗？可见，现代学校对它的教授手段

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只看其一时效果，无视其对人的

道德发展的限制，以及对人的道德基础的腐蚀。

四、结 语

尽管现代学校的进步在于以新的人性假设为基

础，实现了对大多数人的道德教育，但是，现代学校依

旧面对古老的道德教育难题：道德是否可教。现代学

校进行道德教授所预设的人性基础及使用的手段，只

是为了方便达成它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即对人行为的

规范和控制。而着力于此目标是以放弃仰望更高的道

德，以及偏离道德教育的真正目标为代价的。正如特

雷安塔费勒斯（John S. Treantafelles）所言，现代社会所

追求的道德“不是追求太高，而是追求太低，因而无法

为美德建立稳固的基础。”[13]p13 因此，人们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现代学校道德教育的限度，并为人更高的道德

追求和道德需要开辟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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